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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阈中的百年中国血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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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引发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

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问题的重视与思考。回溯历史可以为当下的抗疫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血

吸虫病在中国有数千年的流行史，社会危害极大，曾被人们形象地称作“瘟神”。1949年以后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送瘟神”确定为一项公共卫生的基本国策，运用举国体制动员

各种资源，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完成了一个具有国际典范意义的伟

大壮举。对血吸虫病防治方面“中国经验”的回顾和宣传，不仅可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借

鉴，而且有助于提升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本文概述了近100多年来

中国血防工作走过的历程，对现有“中国血防史”论著进行了梳理，肯定了不同学科相关研究所

取得的突出成绩，也指出现有研究存在区域不平衡、时段不平衡、研究方法和信息来源不够多

元、论述内容与基本结论同质化等问题，倡导采用跨学科视角拓展中国血防工作先驱群体研

究、血防机构的建制化研究、血防工作中的中西医关系研究、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研究和国际

交流合作研究，为中国血防史研究领域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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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史学观念的不断进化和新的研究资

料的大量涌现，国内外史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

史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革命史”和“政治

史”叙述框架，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

此背景下，疾病史、医疗史和防疫史成为近30年

来一大研究热点。而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全球之际，根植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公

共卫生危机应急模式及其表现，再次成为国际

社会关注的焦点。

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是每一

个现代国家必须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一个国

家在这方面成就的大小，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

的政府执政能力、综合经济实力、科技发展水

平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

后，我国在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方面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反映了我国实行共产



深圳社会科学 2022年第５卷·104·

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血吸虫病防

治是一个重要例证。该病在中国具有数千年的

流行史，社会危害极大，被人们形象地称作“瘟

神”。将“送瘟神”确定为一项公共卫生的基本

国策，运用举国体制动员各种资源，采取标本兼

治的方法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一个具有国际

典范意义的伟大壮举。切实加强血吸虫病防治

方面“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宣传，不但可以为当

下应对全球新冠疫情提供历史借鉴，而且有助

于提升广大干部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和防治
历程

血吸虫病是一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严

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性寄生虫病。近代科学

发现证实，血吸虫病在世界各地的流行至少有

3200多年历史，在中国至少有2200年历史。世

界范围现已发现的病种有（1）埃及血吸虫病、

（2）曼氏血吸虫病、（3）日本血吸虫病、（4）间

插血吸虫病、（5）湄公血吸虫病和（6）马来西

亚血吸虫病。[1](P2-3)

在中国各地流行的血吸虫病属于“日本血

吸虫病”。其命名源于1904年日本学者在日本境

内首先发现导致该病的血吸虫。这种血吸虫病

的传染源为人或哺乳类动物。其传播过程是血

吸虫卵随同粪便排出病人和病畜体外，在水中

自然孵化为毛蚴，毛蚴钻入钉螺体内发育成尾

蚴。当人或动物接触疫水时，尾蚴便通过皮肤

钻进易感者体内，发育为成虫并排出大量新的

虫卵，最终完成其传播过程。血吸虫病的地理

分布与钉螺的地理分布相一致。凡有血吸虫病

流行的地方，必有钉螺孳生。没有钉螺的地方

即使有输入型病人，也不会在当地造成新的感

染。我国学者根据地理地貌和血吸虫病流行病

学特点，将流行区划分为平原水网、湖沼和山丘

等三种类型。[1](P4)

人类感染血吸虫的风险程度取决于水体中

感染性钉螺和尾蚴的密度，以及人们接触疫水

的频度和面积。急性感染往往是一次或多次大

量感染尾蚴所致。因此，近100多年来世界各国

的血吸虫病防治措施可以大致概括为：（1）及

时发现疫情，对病人和病畜实施化疗，消灭传染

源；（2）采用化学、物理、生物等办法消灭血吸

虫中间宿主钉螺；（3）广泛进行卫生常识教育，

避免人畜接触疫水，采用社会措施做好管粪、

管水工作。

从现代科学意义上讲（即现代医学的疾病

分类学明确提出“血吸虫病”概念后），在中国

发现钉螺始于1881年。到1905年，中国发现第一

例血吸虫病人。此后长江流域各省和福建、广

东等省均有零星病例报告。在1920年代至1940

年代，一些中外科学家、医学工作者，以及中国

政府卫生部门开展了一些区域性调查工作，对

我国血吸虫病流行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也提出了一些科学的防治意见。不过由于当时

政府和社会民众对此不够重视，加上战乱、灾

荒、贫困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很难大规模地

开展防治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血吸虫病受到中

央高层的高度关注。经过大规模摸底调查，到

1958年前后初步确定长江流域及其以南12省市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

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为主要流行区，

感染县市有373个，钉螺面积148亿平方米，血

吸虫病患者约1200万人，病牛约120多万头，受

威胁人口达1亿以上，尤以浙江、江苏、安徽、湖

北、湖南、江西六省最为严重。经过政府和社会

各界40多年不懈努力，至1980年代后期共治愈

病人1,100多万人，消灭钉螺面积114亿平方米，

尚有感染县市110个，病人100多万人，钉螺面

积34.56亿平方米，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缓慢、

自然环境复杂的江湖洲滩和大山区[2]。改革开

放以后，随着国际交流不断加强，科技手段的

进步，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中国的血防工作又取

得了重大进展。截至2020年底全国450个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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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中，337个（74.89%）达到血吸虫病

消除标准、98个（21.78%）达到传播阻断标准、

15个（3.33%）达到传播控制标准，尚有病人

29,522人，钉螺面积约20.6亿平方米。[3]

由以上概述不难看出，自1950年代以来的

中国血防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血吸

虫病不再构成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但我

们仍面临以下问题：（1）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尚

未研制出血吸虫病疫苗，因而在生物学意义上

彻底消灭血吸虫病依然有待时日；（2）我国长

江流域洪涝灾害等自然因素仍无法完全控制，

江河湖水泛滥仍会导致钉螺在某些地方扩散；

（3）2004年以来，全国报告血吸虫病感染者约

为84.25万人，其中83.3%为慢性血吸虫病患者，

另有不少轻度或隐匿感染没有被及时发现报

告，可能最终成为新发晚期血吸虫病人。因此，

血吸虫病防治在中国还是 一 个 长期的、复杂

的、艰巨的任务。

我国 今后血 防工作的 重 点 是，（1）按照

2018年版《血吸虫病消除工作规范》开展感染

人群查治工作，（2）加强对垸内钉螺的控制力

度，降低人畜感染风险，（3）探索新型钉螺生态

控制办法，改变钉螺年年灭、年年有现象，（4）

进一步加强对耕牛以外家畜传染源以及野生动

物的监测研究，进一步分析低流行状态下各类

动物传染源的传播能量，为传染源精准防控提

供科学依据，（5）加强对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

随访管理和救治，及早干预以降低诊治费用负

担，（6）进一步加强血吸虫病监测预警体系和

科技手段，严防疫情反弹，切实推进血吸虫病

消除工作进程，（7）加强血吸虫病免疫机制研

究，尽快制造出疫苗，从生物科学意义上彻底

消灭血吸虫病。[3]

二、中国血防史研究现状评估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血吸虫病”的发现、证

明和命名，始于1850年代初首先在埃及发现导

致该病的血吸虫。而在中国各地流行的血吸虫

病，属于1904年首先在日本发现的“日本血吸虫

病”。1905年，在华美籍医生罗根（Logan O.T.）

在湖南常德县一位求诊病人的粪便中检查出日

本血吸虫卵，正式宣告了中国第一例血吸虫病

人的发现。所以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血防史”始

于1900年前后。

从学术史回顾看，现有相关研究论著大致

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由医学生物学和公共

卫生学领域研究人员撰写的“科技史”，主要涉

及从自然科学角度认知血吸虫、钉螺和血吸虫

病的历史，以及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以应

对。其二是由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学者撰写的

“人文史”，侧重于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

不同角度考察“疾病”概念的形成及其多重社

会含义，探讨导致血吸虫病流行的社会因素、

血吸虫病的社会危害以及如何通过各种手段

（包括但不限于科技手段）防治血吸虫病。

（一）现有“科技史”论著的成就与不足

目前中国最具学术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的

血防史论著是“科技史”论著。这种格局的形成

与近100年来世界范围的血吸虫和钉螺生物属

性研究，血吸虫致病机制和传播机制研究，血

吸虫病治疗方案，血吸虫病免疫学研究的迅猛

发展、日臻成熟有关。

与此同时，中国的血吸虫病研究和防治也

在近100年中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除了前面提

到的在华外国人的早期发现，在1930年前后，我

国学者在江浙地区调查血吸虫病，明确了钉螺

分布与血吸虫病分布的一致性以及钉螺分布与

水系分布的关系。其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受到国

际学界的高度重视。1938年，我国学者对日本血

吸虫毛蚴和尾蚴作了详细的形态描述，到1950

年代前中期，陆续写出传染病学和血吸虫病方

面的医学专著，标志着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系

统的理论体系。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宣布消

灭血吸虫病，成为我国血防战线的一面旗帜。

197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等单

位合成治疗血吸虫病新药吡喹酮，有效保障了

血防药品供给。到1980年代，中国累计治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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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的血吸虫病患者，累计消灭了近77%的有螺

面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新一代血吸虫病研究

和防治专家脱颖而出，在基础研究和防治工作

中均有突出表现。

上述科学研究与防治实践为中国血防“科

技史”的撰述提供了坚实基础，因而自上世纪

前中期以来不同时期均有一些总结回顾性论著

发表。由于这类论著带有逐步层磊的特点，这

里主要介绍近年出版的两本具有较大影响的著

作。一本是袁鸿昌、张绍基、姜庆五（2003）主

编的《血吸虫病防治理论与实践》。该书是在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复旦大学公卫学院和中国

血防研究领域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酝酿写作

的，旨在运用现代流行病学观点，总结我国不同

历史时期的血防成就和经验，分析当今各类疫

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阐述21世纪初期中国

控制血吸虫病的目标、策略和措施。[1]另一本是

周晓农（2021）主编的《送瘟神：新中国抗击血

吸虫病纪实》。该书由全国12个流行省科研机

构和防治机构专业人员参与编写，采用编年纪

事形式共分为八章，分别描述血吸虫病的严重

危害，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血吸虫病防治历程、

策略措施、主要成效，展示我国血吸虫病防治

的辉煌成就和经验启示。[4]这两本集大成的论

著，以及它们所引证的大量不同时期的相关论

著，表明专业人士对于近100年来我国血防领域

科技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科

学发现，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认知。

不过疾病概念的形成和人类社会应对疾病

的办法，不仅涉及自然科学和生物医学科技的

发展进步，而且涉及更加广泛的公共议题。一

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架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

组织方式、民众生活习惯和科学知识普及程度

等等，都会影响到疾病防控的实际效果，所以

仅从生物学和医学的观点来解释疾病，探讨疾

病的防治策略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基于这样

的认知，包括上述著作在内的一些“科技史”论

著也努力尝试突破专业藩篱，容纳更多人文和

社会科学议题。然而从实际内容看，因作者群

体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较为隔

膜，加上研究资料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实际效

果并不令人满意。

（二）现有“人文史”论著的成就与不足

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与人类的生存相伴始

终，历史上人们对各种疾病的零散记载和论述

由来已久。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疾病防治的

“人文史”似乎从未缺位。然而学术界自觉地将

疾病知识、医学知识和历史知识相结合，积极

开展疾病防治史专题研究始于20世纪60-70年

代。英国学者Cartwright和Biddiss（1972）[5]选取

了世界各国一系列历史案例，指出疾病不仅对

精英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众产生影响。

美国学者McNeill（1998）[6]采用历史社会学视

角，通过历史事实考察和流行病学推理，指出了

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扮演的角

色。美国学者Diamond（1997）[7]用历史学家的

眼光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命运，指出今天的世界

是由军事征服、流行病传播和种族灭绝等因素

型塑的，而且这些因素在某些最混乱的地区依

然存在。这些被后辈学者奉为经典的论著，都

已无法纳入单一的“科技史”范畴，而是代表跨

学科研究的最新走向。

上述发展趋势首先影响到中国台湾地区的

一批学者。他们在1980至90年代陆续推出了一

些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著作，如梁其姿关于明

清时期疾病与医疗问题的研究成果和林富士等

人从文化史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的疾病、医

者和医学观念的研究成果等等。

大陆史学界同仁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也在

这个领域进行探索，并很快推出了一批具有本

土化创新意义的研究论著。例如曹树基（1997）

的论文摆脱了传统的政治斗争、阶级冲突和民

族对抗视角，强调灾荒、鼠疫等因素对明清朝

代更迭的重要影响[8]；张剑光（1998）的专著就

对先秦至晚清数千年间不同历史时期的疫情

以及医者和政府的应对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

讨 [9]；余新忠（20 03）的专著探讨了清代江南

疫情及其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10]；张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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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的著作将中国近代史上疾病与社会关

系问题放置到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加以考察，

凸显了政治体制与卫生保健体制之间的密切联

系，以及卫生制度的转变对疾病预防与控制的

重要影响[11]；杨念群（2006）的专著着重探讨了

在西方现代医疗卫生观念影响下，晚清以来的

中国人如何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

治疗的历史[12]。

在上述论著的引领下，采用跨学科视角进

行疾病防治史研究，在2000年前后已经成为国

内史学界的一种新时尚，吸引了许多中青年学

者参与其中。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决定涉足血

防史研究，还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第一，血吸

虫病防治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重要事件，新中国疾病控制体系的建立最

早始于血吸虫病防治。而且数十年来围绕这项

工作形成了大量历史文献，使得这类研究具有

很大的吸引力和可行性。第二，改革开放后，随

着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医疗体制和疾病

控制体制等因素的不断变化，血吸虫病在一些

地方有死灰复燃之势，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

界的高度关注。大力从事相关研究，可以为当下

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由于跨学科的“人文史”研究起步较晚，

现有研究队伍人数有限，所以研究成果总量不

大，主要包括一些硕博士论文和一些综合性学

术期刊论文。

我们共检索到4篇博士论文。其中陈贤义

（2005）的论文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

方面，不过更加偏重公共卫生学视角下的现实

状况和应对策略的研究①；王小军（2008）的论

文具有较为新颖的分析论述框架，较多涉及理

论性和结构性问题的探讨，后来以《疾病、社会

与国家——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

害与应对》为题，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

正式出版②；施亚利（2013）的论文依据江苏省

档案馆血防资料和江苏省内各市县的地方志资

料，分阶段考察了1950年代至1960年代江苏血

防工作历史，对不同阶段的防治政策与防治实

践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后来由合肥工业大学出

版社于2014年正式出版③。这三篇论文代表了博

士论文的较高水平。此外在2003年至2020年间

有42篇硕士论文问世。这些论文大多以地方史

或区域史为中心，考察时段主要涉及1950年代

至1970年代，论述内容侧重于以群众运动方式

开展的血防工作。

现有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论文中，有不少由

前面提到的硕博士论文发展而来，不过也有不

少论文出自资深学者和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

之手，所以在整体质量上要高于硕博士论文。

在我们检索到的近200篇期刊论文中，以下论

文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论述内容和核心观

点等方面有所突破创新：孙奕等人（1999）[13]

以区域研究方式探讨了改革开放后10多年间

经济体制变化与血防工作发展的关系；赖静萍

（2010）[14]和李胜明等人（2018）[15]论述了近代

以来不同时期中央一级血防机构的发展流变；

杨乐（2008）[16]通过收集、整理、分析江西省余

江县民谣，探讨了有关血吸虫病的历史记忆；王

冠中（2011）[17]和（2012）[18]采用政治学视角，探

讨了新中国血防工作中中共组织资源整合和中

西医协调问题；施亚利（2010）[19]、杨鹏程等人

（2010）[20]和王小军（2011）[21]初步探讨了民国

时期的情况；姜庆五等人（2012）[22]考察了日本

民众生活方式与血吸虫病防治的关系；李楠、

卫辛（2017）[23]分析了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对人

口增长的影响；颜宜葳（2019）[24]回顾了1950年

代血防工作中的中日合作；黄勇军等人（2021）[25]

考察了电影等大众传媒对血防工作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现有“人文史”研究论著取得

的突出成就，是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

主导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

①陈贤义《中国血吸虫病控制策略的演变和管理变革的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

②王小军《血吸虫病与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变迁（1905—1978）》（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

③施亚利《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1949—1966）》（南京大学，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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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梳理和论述，具体涉及血吸虫病如何引起中

央高层关注、国家如何采用垂直领导体制和社

会动员方式开展专项工作、中央和各级地方政

府出台了哪些法令法规和防治规划、以群众运

动方式开展血防工作的成功经验总结等。

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是：

第一，区域研究的不平衡性。现有论著大

多以“地方史”和“区域史”视角切入，而且大

多聚焦于以农业经济为主、区域经济相对落后、

文教科技发展相对薄弱的江西、湖南、湖北等

内陆省份，而对经济结构较为多元、区域经济

较为发达、文教科技发展全国领先的上海、江

苏、浙江等沿海省市较少关注，因而容易使人

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血吸虫病是一种“农村

病”，流行范围仅限于“长江流域中段”数省。

事实上，血吸虫病不仅在长江沿岸农村地区流

行，而且也曾经在许多大中城市中流行。从我国

血吸虫病疫情较为严重的12省市的累计患者数

量看，江苏省约为247.7万人，排名第一；浙江省

约为203万人，排名第三。上海市约为75.9万人，

排名第六（这与上海市人口基数较小有关）（施

亚利，2014）。[26](P33-34)客观而言，长三角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流行和防治情况既

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特点。适当加强上海、江

苏、浙江等地的血防史研究，与江西、湖北、湖

南等地形成参照，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血防工作

的区域性特点，以及经济因素、科技因素和社会

文明程度对血防工作的重要影响。

第二，历史时段的不平衡性。现有论著大

多聚焦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血吸虫病防治

运动，对1949年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的论述较

为简略。有些甚至对民国时期血防工作的早期

探索缺乏深入研究和评价。事实上，如果跳出

现有的“政府主导+群众运动”的认知框架，将

民间参与、科技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等因素也

纳入考察视野，民国时期无疑也是中国血防史

上一个重要时期。尽管当时的社会防治工作实

际成效不大，但在钉螺、血吸虫和血吸虫病基

础研究方面，在各地疫情流行病学调查方面，

在血防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如果

没有这个时期的多方面积累，也很难有1949年

以后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血防实

践及其成就，主要表现为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

作——不仅争取到世界银行专项贷款以缓解我

国血防工作资金压力，而且还大力帮助其他发

展中国家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这些内容

都应该成为中国血防史的重要篇章。

第三，论述内容的碎片化和同质化并存。目

前国内研究者大多囿于自我本位，满足于在地

方性史料中扒梳线索，对国内外同行的相关研

究（尤其是用外文发表的研究文献）缺乏深入

了解，理论视野不宽，问题意识较为单一。尽管

现有的个案研究涉及不同地区，但它们的论述

范式大同小异，不外乎血吸虫病的生物医学特

性、当地流行状况、地方性社会危害、地方政府

应对措施、当地血防运动成就等。也有一些学

者努力尝试跨学科研究，从历史地理、环境生

态、移民问题、人口问题等新视角来考察血防

史，但在实际论述中，此类论著要么仅限于简单

罗列自然科学领域现有研究成果和统计资料，

要么是从各类历史资料中找出一些零散例证，

重申一些在自然科学界早已成为共识的观点和

结论，在观念创新、体例创新、内容创新和认知

创新方面乏善可陈。

第四，研究资料方面的问题。目前研究者常

用的资料主要包括各级政府血防工作规划和政

策法规汇编，各地卫生系统档案资料，血防系

统内部资料汇编，地方志资料等。血防史研究

当然离不开这些基本材料。然而法国年鉴学派

所倡导“新史学”观念告诉我们，所有历史资料

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都会带有一些特

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在研究实践中应该

重视信息来源和资料类型的多元性。血防工作

涉及面很广，参与者众多，所以仅仅关注各级政

府的决策、动员和经验总结之类的文件是远远

不够的，还应该系统性地搜集、整理和运用各

种活的民间资料（如亲历者个人保存的日记、工

作笔记、书信等），以及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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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忆录资料。多元化的信息来源能够反映社

会各界不同的关注焦点和历史记忆，有助于我

们克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单一视角和枯燥乏

味的“文山会海”论述模式，增加历史叙事的多

元性和鲜活性，特别是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基层

工作的实际情况。

三、有待拓展的几个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评估，以及我们的延伸

阅读和思考，我们倡议在现有“科技史”和“人

文史”研究基础上，就以下专题展开更加深入

系统的研究。

第一，我国血防工作先行者的群体性研究。

以陈方之、洪式闾、李赋京、姚永政、陈心陶、

吴光、苏德隆、吴征鉴、毛守白、陈祜鑫、赵慰

先、甘怀杰、肖荣炜、黄铭新、唐仲璋、周学章、

王培信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无论是被归

类于寄生虫学家，还是被归类于流行病学家或

公共卫生学家，无疑都是中国血吸虫病研究与

防治事业的奠基者和先行者。他们大多是20世

纪上半叶接受高等教育，有国外留学经历，回

国后致力于中国钉螺和血吸虫病的社会调查和

防治工作，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继续在各地医学

院校或科研院所任职，其专业知识在血吸虫病

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底“全国

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成立时，他们当中的

许多人都当选委员，还有人被任命为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在此前后，他

们当中的一些人还被任命为各省血吸虫病防治

研究所负责人。因而在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方

针制定、防治规划制定、诊治方案制定、防治策

略调整、相关药品研发等方面都功不可没。联

想到后面数十年的持续努力，他们在知识传承、

知识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居功至伟。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群体知之甚

少。有关他们的完整的传记资料极少，一些简

短、零散、表象化的个人信息主要来自相关学

科的专业论著、国家表彰新闻报道和纪念悼念

文章。这种状况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自身特点有

关——科技领域的发明创造必须依靠研究团队

的集体力量，即使一些著名科学家在某项科研

工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最终成果及其荣誉

依然属于整个研究团队。因而，他们往往在科

技史、医学史论著关于某些重要事件和重要发

现的叙述中被一笔带过。

我们认为，他们不仅属于科技精英阶层，同

时也是社会公众的一员。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经

历着历史发展脉动的起伏，感受到国家民族的

兴衰。另一方面，他们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也不仅限于科技事业本身，而是与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甚至是受到后者

的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科技

史”论述范式中“重集体不重个人、重成果不重

过程”的现状，反其道而行之，学习借鉴社会学

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发掘整理涉及他们

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史实资料，通过考察

个人活动（众多个案研究的积累叠加，实际上可

以反映这个群体的整体情况）来考察一些重要

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而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展现

我国血防工作的历史。

第二，我国血防机构的建制化研究。到目

前为止，关于我国血防机构的研究论著不多，大

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为数不多的机构内

部人员关于1980年代以来血防机构的现状和对

策的研究论文。尽管这类论文所涉地域不同，

层级不同，但均采用计量统计分析方法，展现

1980年代以来血防机构工作人员年龄结构、学

历结构、职称结构等一般情况。这些论文可以

客观地反映省、地市、县三级机构的不同情况，

以及国家宏观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基层机构情况

变化，但其初衷在于呼吁各级政府重视基层血

防机构及其工作，所以对一些重要议题缺乏深

入探讨。第二类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撰写的

论文，涉及近代以来若干与血防工作有关的机

构或组织。例如奚霞（2003）[27]根据江苏省档案

馆一些零散资料，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央防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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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概况；文庠、刘雪（2020）[28]主要

依据1930年前后若干发表于医学期刊上的论文、

报告，概述了1929至1949年间中央卫生实验所

的组织形态变更，以及该所人员在江浙等地的

调查和防治活动；赖静萍（2010）[29]和（2013）[14]

借血防话题探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不

过史料占有极为有限，历史叙事十分简略；李胜

明等人（2018）[15]主要依据上述几篇论文，概述

了1905—2015年间中央一级防治机构的发展流

变，对地方血防机构语焉不详。

我们认为，疾病控制从民间自发行为向政

府组织行为转变，以及国家公共卫生制度的创

立，标志着一个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各

级血防机构是贯彻落实国家血防规划和相关法

令法规的组织载体。社会性的群防群治工作是

在此类机构的发动、指导、协调下进行的。不同

历史时期血防机构的组织体系是否健全，与国

家高层是否重视血防工作有关。各级血防机构

的实际工作状况如何，不仅涉及机构内部工作

人员的编制配置和主观意愿，也涉及与其他部

门、机构和组织的协作关系，还涉及经济发展

整体水平和各级政府财政状况。这里所谓“建

制化”研究，应该能够反映100多年来中国血防

机构体系建构、功能定位、组织形态、人员构

成、运行情况、防治策略和防治措施的阶段性

发展的整体样貌。

这样的研究显然不能仅仅依靠零星的档案

资料和其他第二手资料（如地方志资料、血防

宣传资料汇编等），而是需要系统性地收集、

整理、利用各级血防机构保存的第一手原始资

料，同时还要大力收集、整理、利用血防工作亲

历者访谈口述资料和他们个人收藏的各种历史

文献。

第三，血防工作中的中西医关系研究。中国

传统医药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哲学

思想基础、特殊的医疗和养生效果，以及广泛

的文化意涵。因而在前近代社会，中医药不但在

中国一统天下，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周边亚洲国

家，甚至传播到中东和欧洲各国。但在西方现代

医药学诞生以后，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传入

中国以后，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之间

的矛盾冲突持续不断。在1920年前后、1930年

前后和1946年前后，出现了三次社会影响较大

的笔墨之争和抗议活动，折射出中西医学理念

方面的竞争，中西文化认同方面的竞争，中西医

从业者就业机会和话语权方面的竞争。另外从

国家层面看，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

中，构建现代医疗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不仅是

一个简单、纯粹的实用性的问题，而且包含着

极为丰富的政治隐喻。能否提供这样的社会公

共产品，直接关涉到一个国家能否得到国际社

会承认，以及执政者能否在国内获得足够的政

治合法性。在此背景下，近代中国逐渐构筑起以

西方医学观念主导的现代医疗制度和公共卫生

制度，中医群体逐渐变为弱势的一方，甚至多次

出现了要求废止中医的社会呼声。

1950年代以后，国家高度重视中国传统医

药学的传承与发展。因而各地在1950年代中期

纷纷大力创办中医院、中医学院和中医研究院。

在一些综合性医院和医学院校中也设立了中医

药分支，还曾一度制度化地要求西医学习中医

药知识，中医学习现代医药知识。这种中西医

关系基本格局一直持续到现在。另一方面，至

少在1950至1960年代，在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

地区，具有中医训练背景和从业经验的人数要

大大超过接受正规西医教育的人数。当时在乡

镇联合诊所（后来公社卫生院）和乡村保健站

（室），大多数从业者还是初步接受现代医学

和公共卫生知识培训的“中医”。

新中国的血防运动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展

开的。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注意到档案资料和

其他文献关于采用中医药方法治疗血吸虫病的

一些零星记载，也注意到1950年代中期一些中

医名家在医学刊物上发表的一批中医诊治血吸

虫病的研究论文。然而在近年来发表的各类中

国血防史论著中，仅有两篇涉及中医药防治血吸

虫病的理论和实践：王冠中（2012）[18]采用政治

学视角，考察了1950年代国家层面对中西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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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干预；杨东见等人（2019）[30]尝试从“观念

史”角度切入，重新论述中医对血吸虫病的认

知，但主要内容和观点并未超越1950年代中期

中医名家的论述。这些论著显然不足以覆盖近

100多年来中西医关系的广泛议题。因此我们建

议从中西医关系的角度切入，探讨在现代医学

主导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情况下，中医群体以何

种方式影响国家决策，又如何在地方防治工作

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及实行中西医结合存在哪

些具体有效的方式。

第四，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研究。张大庆

（2006）指出，我国近代的疾病构成凸显了当时

中国社会的贫困特征。传染病的发生率和死亡

率与饮食、住房、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等因素密

切相关[11](P222)。而我们在关于中国血吸虫病（以

及麻风病和其他传染病）的研究中，也注意到

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1949年以前的情况无需

赘述。即使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

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各级政

府对血防工作的财政投入实际上难以满足实际

工作的需要。因而当时的通行做法是国家财政

投入部分资金，然后由省、地市、县三级地方财

政配套部分资金。我国血防工作中长期存在的

城乡二元格局和地区差异格局，与疫区各省的

财政状况紧密相关。我们还发现，与血防工作有

关的经济开支不但涉及各级政府的专项资金投

入（如基层血防机构基建、诊疗设备购买与维

护、血防机构行政费用和人员工资、检验制剂

和治疗药物消耗、患者诊治费用补贴等），而且

涉及由单位（农村集体）和个人负担的无形经济

开支（如诊治费用、住院费用、病人及陪护家属

的生活费和误工费等）。当时在查螺、灭螺、查

病、报病等工作中实行“人海战术”，以及在诊

治过程中简化环节、缩短疗程，其实都是资金

严重短缺情况下的“低技术”“低成本”替代措

施。然而现有研究论著（涉及不同地区的省、地

市、县）都没有谈到当地财政状况，以及血防经

费筹措办法、经费总额及其使用情况，而是草

率地套用档案资料和宣传资料的说法，以“防

治费用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分担”一笔带过。

我们建议在涉及经济因素的研究中搞清楚

以下几个问题：（1）涉疫省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整体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2）各地民众一般

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3）1949年以后各省血防

工作中国家和地方投入的比例划分；（4）省、地

市、县三级资金需求测算和筹措渠道；（5）财政

资金不足情况下的低技术、低成本替代措施，以

及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

第五，中国血防史上的中外交流合作研究。

现有相关论著主要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

政府主导下的各地群众性血防工作。这些内容

当然构成中国血防史的重要篇章。不过如果跳

出“地方史”“事件史”“运动史”的固定思维，

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观察中国血防史，中外交

流合作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现有关于新

中国前30年中外交流合作的论著屈指可数。颜

宜葳（2019）[2 4]依据较为系统的日文资料，加

上江苏省卫 生 厅接 待外宾工作报告和《人民

日报》新闻报道，以及日本学者饭岛涉和美国

学者Miriam Gross的相关研究论著，对1956年

日本血吸虫病专家代表团来华的时代背景、在

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的《意见书》所产生的

影响，作出了较为全面详实的记述，为我们拓

展这方面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杨坤等

人（2021）[31]结合他们援助桑给巴尔血吸虫病

防治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中方人员如何在非洲

推广中国血防经验，并就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

“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颇有深度的思考。不

过如此少量的以“事件史”方式呈现的专题论

著，很难反映近百年来血防工作中外交流合作

的全貌。

纵观100多年来的中国血防史，中外合作交

流活动的内容十分丰富。客观地讲，中国现代寄

生虫学和流行病学学科的创立，中国血吸虫病

防治的基本思路和许多具体措施，都是学习借

鉴西方学者早期研究成果的产物。不过在学习

借鉴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结合自己的科学研

究和防治实践，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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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明。这在相当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国际

学界关于血吸虫病的知识体系。通过概览那些

中国血防工作先驱们的个人生平，不难发现他

们在民国时期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参与国

际交流和合作研究的历史记录。新中国建立以

后，血防工作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外合作交

流更是不断加强。例如在在1950年代前中期，

仅江苏省血防所就至少接待过苏联、印度、波

兰、英国、巴西、阿根廷和日本等国血防专家代

表团。到196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血防工作取

得重大进展，一些中国血防专家还接受国际血

防机构委派，赴印度、印尼、老挝、柬埔寨、坦

桑尼亚等国考察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参与指导

当地防治工作。到19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

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卫生机构也

得以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此后中国血防系统与

国际机构和各国学界的交流合作更加紧密。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相关机构的国际影响力得到

极大提升。例如自198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

虫病防治研究所被确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疟疾、

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作中心以来，该所先后有

6位专家出任世卫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自

1992年起，中国血防机构与世界银行共同实施

为期10年的“世界银行贷款中国血吸虫病控制

项目”。2010年代以来，中国寄生虫病研究所和

江苏省血防所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合作，具体涉

及中非合作开展控制疟疾、血吸虫病等热带病

工作，以及多项中英合作卫生支持项目。

100多年来我国血防工作经历了从被动接

受国外知识、技术输入，到主动向其他国家输

出知识、技术的转变。我们应该系统搜集整理

这方面的资料，梳理出历史脉络，充分展示不同

时期中国血防工作的国际话语权演变过程，进

一步探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与方向。

四、结语

我们通过梳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延

伸阅读和思考，深切地感受到确保新中国血防

工作取得伟大成就的四大支柱是政府主导、群

众动员、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这四个方面缺

一不可。

我们建议就五个专题 进行更加系统深入

的探讨，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可以凸显

科技因素和科技人员在我国血防史上的重要

性，充分体现中共几代领导人提出的“向科学

进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和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治国理念；第二，可以顺

应国内外史学研究理念的最新发展，突破僵化

的历史阶段划分，对近100多年来中国血防史的

一些重要方面加以连贯性的历史考察；第三，可

以更加突出“人”的因素和“社会制度环境”因

素——尤其是与血防工作紧密相关的医学科研

体制、医学教育体制、医疗和公共卫生体制、国

家财政体制、社会救助保障体制、对外学术交

流体制，使血防史研究摆脱单一的“运动史”和

“事件史”认知框架。第四，这些专题研究有助

于更好地总结我国100多年来血防工作的经验

教训，为当下抗击新冠疫情提供有益的历史借

鉴。第五，在新时期“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引领

下，我国血防机构及血防专家积极参与国际卫

生机构的工作，实施多项援外工作，可以凸显我

国在该领域的国际贡献和国际话语权。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血防史研究仅限于

这些内容，而是要与现有研究成果形成错位，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性研究，将更多时间精力用

于探讨相对薄弱或者尚属空白的议题。我们相

信，只要科技界和人文社科界同仁齐心协力，破

除学科壁垒，加强跨学科合作研究，就一定能

在中国血防史研究领域别开生面、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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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China’s Centurial Anti-Schistosomiasis History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DONG Guoqiang, JI Minjun, CAO Chunli & YANG Kun
Abstract: Suddenly breaking out of the Covid-19 in late 2019 urges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to re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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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eeded to ease its financial pressure. Qin put the possessed labor resources into employment activities, 
which was a means of stimulating the economy, helping to fill the lack of private labor, and also reduced 
the financial pressure of the empir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dditio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the Qin 
Dynasty did not only exist in the private market, but also inside the Qin government. By re-discussing the 
sources,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employed laborers in Qin Dynasty, it will be helpful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Qin Dynasty.

Keywords: Qin Dynasty; bamboo slips; employment; labor force; finance

the issues concerning epidemics. Learning from history is helpful to overcome them. The schistosomiasis 
has been lingering in China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and was regarded as “god of plague”. After 1949, 
however, Chinese people got rid of the disease within a short space of tim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is article reviews recent studies on China’s anti-schistosomiasis history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besides the impressive progress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mass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Mao era, more research effort in the future should be put into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ose pioneer 
scientists who had initiated the effort,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institutes that had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mass mobilization, those influential 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long-las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s.

Keywords: Covid-19 epidemic; China; anti-schistosomiasi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istic 
histor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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